
第１９卷第４期
２０２０年７月

经 济 学 （季 刊）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１９，Ｎｏ．４
Ｊｕｌｙ，２０２０

空气污染与劳动生产率

———基于监狱工厂数据的实证分析

陈　帅　张丹丹＊

　本文利用监狱服刑人员的计件工资数据分析了空气污染
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借助逆温现象对空气污染的外生冲击识别
了两者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空气污染指数 （ＡＰＩ）每增加１０
个单位，致使服刑人员的计件工资减少４％；空气污染与劳动生产率
之间呈倒Ｕ形关系———随着污染加重，劳动生产率急剧降低。本文
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拓展了对空气污染负面外部性的理解，并说明了
优先控制极端污染对减轻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负面影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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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为了对空气污染治理提供政策依据，近年来关于空气污染对人力资本影
响的研究呈增长态势，包括身体健康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Ｅ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精神健康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ａ；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和认知能力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基于这些研究，空气污染对以健康和认知水平测度的
人力资本的不利影响已被证实。但由于数据和识别限制，少有研究关注空气
污染对人力资本效率的影响。有效识别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需要具
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数据方面需要有长期观察的个体层面的劳动生产信息，
包括工作时长和工资等；二是识别方面需要规避 “不出工”和 “出工不出力”
两种因素对因果识别的干扰。具体来说，当空气污染加剧时，为规避空气污
染对自身的不良影响，劳动者通常存在以下选择：减少劳动供给 （Ｈａｎｎａ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ａ，２０１５；Ｖｉａｒｄ　ａｎｄ　Ｆｕ，２０１５），选择对身体健康影响小的职业 （Ｂｏｒ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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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ｕｌｔｅ　ａｎｄ　Ｍｏｌｉｔｏｒ，２０１６），或者 “出工不出力”（Ｌａｚｅａｒ，２０００）。这些劳动
者的 “自选择”行为使得真实的劳动强度无法用劳动者的小时工资率来精确
测度 （Ｈａｎｎａ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ａ，２０１５）。
为了解决劳动生产率测度带来的因果识别问题，现有研究聚焦具有以下

特征的工作岗位：第一类是劳动供给弹性较低的岗位，例如农忙时期的农业
生产 （Ｇｒａｆｆ－Ｚｉｖｉｎ　ａｎｄ　Ｎｅｉｄｅｌｌ，２０１２）、热线电话的接线员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这些岗位的共性是岗位及工时都相对固定，工人难以因为空气污染而
选择不出工或减少工作时间；第二类是计件工资报酬的工作岗位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与时薪制相比，计件工资能够有效地规避
“出工不出力”的道德风险 （Ｌａｚｅａｒ，２０００；Ｓｈｉ，２０１０；Ｂａｎｄｉｅ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但是，现有文献尚未同时解决 “不出工”和 “出工不出力”两种 “自选择”
问题。
鉴于此，本文使用监狱工厂数据，利用服刑人员生产劳动的特殊性，克

服由于 “不出工”和 “出工不出力”所导致的测度难题。具体来说，本文使
用深圳某男子监狱在２００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期间所有在押服刑人员的月度
计件工资记录。参加劳动生产是服刑人员在押期间的劳动改造方式。在监狱
严格的生产管理下，服刑人员不能自主选择工种和是否上工，这个特征可以
有效排除劳动供给的 “自选择”问题。此外，该监狱采用的计件工资测算方
式可以有效地规避 “出工不出力”的问题。在给定服刑人员所属监区、上工
年月及其工种的前提下，月度计件工资可以作为劳动生产率的直接测度。
在准确度量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识别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因果影

响还面临内生性问题的挑战。例如，当地的经济结构调整、制造业产品的市
场需求变化等短期冲击，可能既与空气污染程度相关、又与生产合同的订单
期限有关，从而改变了服刑人员的劳动生产率；此外，空气污染影响还可能
通过损害服刑人员的健康状况而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由于数据中缺乏对
服刑人员短期健康状况变化的监测，存在遗漏变量问题。此外，有研究发现
中国个别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 （ＡＰＩ）存在人为操纵的可能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Ｇｈａｎｅｍ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４）。本文借鉴已有文献 （Ｊａ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Ａｒｃｅ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Ｆ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Ｈｉｃｋ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利用大气逆温现象对空气污染的外生冲击来识别空气污染与劳动生产
率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空气污染指数 （ＡＰＩ）每上升１０个单位，服刑人

员的月度计件工资显著地减少４％。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在不同
人群之间存在异质性———更年长和更年幼群体的劳动力对空气污染的反应较
中等年龄层的劳动力更为敏感；高教育程度劳动力受空气污染的影响程度比
低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更为明显。此外，本文还借鉴 Ｇｒａｆｆ－Ｚｉｖｉｎ　ａｎｄ　Ｎｅｉｄｅｌｌ
（２０１２）和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的做法，将日值ＡＰＩ转化为一系列ＡＰＩ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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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月累计天数变量，从而揭示出空气污染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
倒Ｕ形非线性关系———随着空气污染不断加重，劳动生产率将加速降低。这
意味着，优先缓解极端的空气污染能更为有效地减少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
的负面影响。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首次利用监狱服刑人员生

产活动的特殊性有效地避免了现有研究中劳动供给的 “自选择”问题，从而
准确地测度了劳动生产率。其次，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美国等空气质量相对较
好的地区，本文聚焦空气污染相对严重的中国特大城市，探索在相对严重的
空气污染条件下，体力劳动力者劳动生产率的受损情况。最后，本文的研究
结论可以一般化到从事制造业的普通蓝领工人，他们占生产工人中相当大的
比重，其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也缺乏有效的防护，极易受到空气污染的危
害，本文强调了对这一群体劳动者的关注和保护。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讨论本文的实证

策略，第四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变量构造及统计描述，第五部分汇总实证研
究的基准结果、异质性分析和非线性关系讨论，最后一部分给出研究结论和
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截至目前，下述几篇研究关注了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Ｇｒａｆｆ－
Ｚｉｖｉｎ　ａｎｄ　Ｎｅｉｄｅｌｌ（２０１２）考察了臭氧污染对美国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因果影响。
研究发现，每１０单位 （ｐｐｂ）的臭氧增量显著地降低了美国农民５．５％的劳动
生产率。该研究利用农忙时期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在农忙时期农民的劳动供
给弹性相对较低，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劳动参与不足所导致的劳动供给 “自
选择”问题。但是，美国农民的工资由 “基本工资”和 “计件工资”两部分
构成，由于基本工资与劳动强度并没有直接关系且占到农民全部工资的相当
比重，因而在使用全部工资来测度劳动生产率时，仍然存在 “出工不出力”
的劳动强度 “自选择”问题，从而低估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
（Ｈａｎｎａ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ａ，２０１５）。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使用携程网上海总部的客服电话接线员数据，考察
了空气污染对电话接线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由于严格的管理制度，电话接
线员不能因为空气污染而选择不上班；加之热线电话来自全国各地，上海地
区的空气污染不会影响热线电话的打入数量。因此可以利用电话接线员接电
话的次数来测量其劳动生产率。研究发现，ＡＰＩ每增加１０个单位导致接线员
少接听０．３５％的热线电话；接听数量的减少主要是由于每两次接听电话之间
的间隔时间更久，而并非是每次接听电话的持续时间更长所致。研究还发现，
当ＡＰＩ超过１００时，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急剧增大，这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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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影响的实证依据。但由于电话接线员的薪水１与其接电话的次数不直接
相关；在给定劳动收入的情况下，空气污染所导致的接线员少接听电话或拉
长接听间隔正好说明了接线员为应对空气污染而 “出工不出力”，因而无法有
效说明空气污染导致了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为了更好地测度劳动生产率，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利用美国北加州地区

梨包装厂工人的计件工资数据，考察了ＰＭ２．５对包装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由于包装工人的工资完全源自包装封箱后的计件报酬，该数据可以有效
地测度劳动生产率，排除了劳动者 “出工不出力”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发
现，每１０单位 （μｇ／ｍ

３）的ＰＭ２．５增加导致包装工人的计件工资减少６％；而
且这个影响要在ＰＭ２．５超过１５μｇ／ｍ

３才会显现出来，这揭示了空气污染对劳动
力生产率非线性影响的存在。其主要不足在于，即便计件工资可以控制 “出
工不出力”，但却无法完全排除劳动力在空气污染情况下 “不出工”的情况，
因而仍可能低估了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

Ｈ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选择了中国江苏省和河南省的两个制造业工厂作为观
察点，利用大气的综合流通条件对空气污染的外生冲击，考察自２０１４年９月
到２０１５年９月期间ＰＭ２．５变化对１２６名制造业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发现，仅当ＰＭ２．５增加１０μｇ／ｍ

３，且持续时间超过２５天时，才会对工人劳动
力生产率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数值上也只导致制造业工人的日产出下降

１％。他们的研究使用工人的计件工资来衡量劳动生产率，并在一段时间内
（一年）跟踪监测了工人的工作，利用工人层面的面板数据去除个体不随时间
变化的特征。但是，该研究没有考虑污染对劳动参与决定的影响， “不出工”
问题仍然存在。

Ａｒｃｈ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的研究关注短期暴露在空气污染中对高技术劳
动力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他们通过对美国垒球裁判员的判断力的重复观察发
现，空气污染确实会使得裁判员做出错误裁判的可能性显著上升。其研究另
辟蹊径，利用裁判失误率作为对劳动生产率的衡量，但是该研究关注特殊行
业且主要关注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因此其结论无法对空气污染对普通低
技能劳动力群体的影响给出建议。
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本文关注空气污染相对严重的中国深圳地区，聚焦

可能受空气污染影响较大且缺乏劳动保护的蓝领工人，试图分析在相对严重
的空气污染情况下，体力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受损情况。本文使用监狱工厂
数据，由于服刑人员必须接受劳动改造，严格服从监狱的安排和分工，无法
自主选择是否出勤以及工种，从而解决了 “不出工”问题；同时本文使用服
刑人员的计件工资度量劳动生产率，还有效地排除了 “出工不出力”的问题。
此外，现有文献没有考虑空气污染还会通过健康渠道影响劳动生产率，本文

１ 客服完成接线之后，默认好评，只要客服不被顾客投诉，电话接线员的工资就完全取决于其出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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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逆温作为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排除了观察不到的健康状况的影响，也
同时处理了其他的内生性，识别了空气污染和劳动力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
与文献一致，本文也分析了空气污染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了解
随着空气污染的加剧劳动力生产率下降的幅度变化。进一步地，本文分劳动
者的工种、年龄及教育程度分析空气污染对各类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差
异，寻找对空气污染影响最敏感的群体。

三、实证分析框架

本文实证研究旨在识别出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边际因果影响。大气
逆温现象被广泛地证实为是空气污染的一个外生冲击 （Ｊａ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Ａｒｃｅ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Ｆ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Ｈｉｃｋ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一般情况下，大气温度随着高度增加而下降。可是，在某些天气条件
下，地面上空的大气结构会出现气温随高度增加而升高的反常现象，气象学
称之为 “逆温”。逆温是自然形成的大气现象２，不管是何种原因形成的逆温，
都会阻碍空气的垂直对流，妨碍污染物扩散，近地面空气污染势必加重。特
别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人为制造逆温暂时没有可能。
由此可见，逆温直接加重了空气污染，但与其他社会的经济活动相独立。

也就是说，如果逆温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也只会通过改变空气污染水平这
个唯一的传导渠道。特别要指出的是，逆温是在某些综合天气条件下、在特
殊的地理区域内出现的大气现象，因而逆温势必与天气条件、特别是温度高
度相关，而气象条件同时也影响到劳动生产率 （Ｂｕｒｋ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Ｇｒａｆｆ－
Ｚｉｖｉｎ　ａｎｄ　Ｎｅｉｄｅｌｌ，２０１４）。因此，使用逆温作为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时，还必
须要控制并剥离气象因素的共同影响 （Ａｒｃｅ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鉴于逆温能够满
足作为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的排除性限制 （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１９９４），本
文构造工具变量 （ＩＶ）的实证策略，设定如下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２ＳＬＳ）。

ｌｏｇ（Ｗａｇｅｉ，ｔ）＝β０＋β１Ｐｔ＋ｇ　Ｔｔ（ ）＋ｆ　Ｗｔ（ ）＋θｉ＋ｇｔ（）＋εｉ，ｔ， （１）

Ｐｔ＝α０＋α１Ｉｔ＋ｇ　Ｔｔ（ ）＋ｆ　Ｗｔ（ ）＋θｉ＋ｇｔ（）＋φｉ，ｔ ． （２）
式 （１）和式 （２）中下标ｉ和ｔ分别表示服刑人员和时间，由于服刑人员

的计件工资按月发放，因而实证模型的时间ｔ也对应到两次发放月度工资期
间的月度层面３。式 （１）对应两阶段最小二乘的第二阶段估计，是实证研究
关注的主回归方程，考察空气污染Ｐｔ 对计件工资Ｗａｇｅｉ，ｔ 的边际影响，工资
取对数形式是为了将系数转化为百分比解释。式 （２）对应两阶段最小二乘的

２ 参见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ｉｔｅｍ／％Ｅ９％８０％８６％Ｅ６％Ｂ８％Ａ９／５２１７０１？ｆｒ＝ａｌａｄｄｉｎ，访问日期：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９日。
３ 服刑人员的劳动工资按月发放，每月初统一发放前一个月的计件工资，因此本文的时间ｔ全部统一
到发放工资的前一个月，包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和逆温等所有带有下标ｔ的变量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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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估计，考察发生逆温现象的月度累计次数Ｉｔ 对月均空气污染水平Ｐｔ
的影响。式 （１）和式 （２）中必须同时控制的气温条件ｇ　Ｔｔ（ ），即一个月内
不同温度区间段 （例如每１℃温度区间）累计出现的天数；其他气象条件

ｆ　Ｗｔ（ ）表示月度的各类气象要素及其非线性组合，包括不同相对湿度段的月
累计天数，以及降水总量、日照时长、平均风速的一次项和平方项组合。θｉ代
表个体固定效应，用于去除服刑人员之间的固有差异；ｇｔ（）表征时间固定效
应，包括年份虚拟变量和月度虚拟变量。

实证研究关注估计系数β１ ，其经济意义为：空气污染每增加１个单位，
对服刑人员计件工资 （即劳动生产率）的百分比影响。一旦逆温作为工具变
量的有效性得到验证，那么β１ 的边际影响就能够被解释成因果关系。

四、数据来源与变量构造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构造

１．劳动生产率
本研究采用深圳某男子监狱的工厂生产数据，包含了２００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５

年８月期间每个服刑人员按月发放的计件工资信息以及其他与生产相关的个
人信息，包括服刑人员所在监区、从事工种、年龄、受教育年限等。
该监狱承接社会上的制造业产品订单 （如服装加工、ＵＳＢ接口制造等），

并以监区为单位安排生产线组织生产活动，在给定的合同期内完成给定的订
单任务。服刑人员被分配到 “管理后勤岗”和 “生产岗”两大类工作岗位。
由于 “管理后勤岗”对劳动技能有一定的要求，如会计、计算机知识等，仅
有不到３％的服刑人员从事管理后勤岗工作。
服刑人员必须服从监狱的分工安排，被分配到特定的生产岗位进行劳动

改造，除非身体不适或特殊情况，不能自主选择是否出工，也不能随意更换
自己的工种。对于服刑人员群体来说，监狱提供他们的基本食宿，劳动收入
是其在监狱内其他日常开销 （如日用品、食品、香烟等）的重要保障。不仅
如此，服刑人员的劳动表现与减刑和刑期内的各种奖励也直接相关。因此，
服刑人员在提高收入和获得减刑机会的激励下，会积极地投入生产活动。

服刑人员的劳动工资均采用计件工资的形式按月发放，直接反映其劳动
生产率。图１ （Ａ）描述了２００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以月为单位计算在押
服刑人员数量和平均的月计件工资水平。可以看到，１１年间参与生产活动的
服刑人员呈明显增长趋势，同时平均的名义工资也持续增长；到２０１５年，平
均月工资水平超过１００元／月。服刑人员个体间存在较大的工资差距，不同的
计件工资收入实际上反映了该服刑人员自主地选择了不同的劳动强度。图１
（Ｂ）描述了所有月份所有服刑人员的月计件工资的分布，人均月度计件工资



第４期 陈帅、张丹丹：空气污染与劳动生产率 １３２１　

的均值为６８．２６元，但个体工资差异很大，分布具有明显的长尾特征，说明
绝大部分月度计件工资水平分布在较低的水平上。

（Ａ）服刑人员数及月均工资的时间趋势

（Ｂ）计件工资的分布情况
图１　服刑人员及其计件工资情况

　　注：图 （Ａ）描述了深圳某男子监狱２００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期间的月度在押服刑人员数量及其

月均计件工资的时间趋势；图 （Ｂ）是计件工资 （元／月）的直方图，描述其分布密度。为集中显示计

件工资的分布变化，图 （Ｂ）的横轴截取到计件工资９９％的百分位水平。

２．空气污染
本文研究使用的空气污染数据源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每天发布的城市空

气质量日报中深圳市的空气污染指数 （ＡＰＩ）４。２０１３年以前，ＡＰＩ是可吸入
颗粒物 （ＰＭ１０）、二氧化硫 （ＳＯ２）和二氧化氮 （ＮＯ２）三种污染物的综合指
标。２０１３年以后，空气污染指数 （ＡＰＩ）更名为空气质量指数 （ＡＱＩ），其涵
盖的空气污染物拓展到了六种 （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则进一步区分为ＰＭ２．５和

４ 空气污染指数ＡＰＩ介于０—５００之间，其详细等级参见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ｅｍｃ．ｃｎ／ｃｓｋｑｚｌｒｂｘｓｂ２０
９２９３２．ｊ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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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Ｍ１０，并额外加入了臭氧 Ｏ３和一氧化碳ＣＯ）。为确保 ＡＰＩ前后的一致性，
本文利用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二氧化硫 （ＳＯ２）和二氧化氮 （ＮＯ２）三种
污染物，重新计算了２０１３年以后的ＡＰＩ５。后续稳健性检验发现，即便不统一

ＡＰＩ的前后标准，本文的结果依然稳健。

３．逆温次数
本文使用逆温出现的频率 （月度累计次数）作为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

逆温数据源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ＮＡＳＡ）的 ＭＥＲＲＡ－２卫星图片产品６。

ＭＥＲＲＡ－２卫星图片是全球范围的空间栅格数据，栅格精度约为５０ｋｍ×
６０ｋｍ，该产品提供了１９８０年以来，从海平面以上４２个不同的高空层每６小
时的平均气温信息。本文首先将深圳市所覆盖的全部栅格气温数据进行平均，
然后判断逆温现象的发生，并累计其次数。
正常情况下，近地面气温高于高空层气温，此时没有发生逆温现象；但

若某个时候出现近地面第一层的气温小于第二层的气温的情况，则标记为发
生了１次逆温现象。由于 ＭＥＲＲＡ－２卫星数据提供了每６小时的平均气温，

１天２４小时就可以判断４次逆温现象，也就是说，每天２４小时会出现０—４
次逆温现象。为了统一判断标准、最大限度地削弱判断误差，本文定义某一
天是否发生逆温为，当天的４次判断都发生了逆温现象。图２比较了本文研
究时段内，深圳的月均空气污染指数与逆温累计次数的时间趋势，两者显现
高度的正相关性，与文献和本文的预期一致。

图２　深圳市逆温次数与空气污染的时间趋势

　　注：图形上半部分描述了深圳市２００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期间的月均空气污染指数，对应左纵

坐标的ＡＰＩ值；下半部分描述了同期深圳市的月度逆温累计次数，对应右纵坐标。

５ 计算公式参见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ＡＱＩ）技术规定 （ＨＪ　６３３—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ｅｍｃ．ｃｎ／ｊｃｇｆ／
ｄｑｈｊ／２０１７０６／ｔ２０１７０６０６＿６４７２７４．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６月６日。
６ 本文使用 Ｍ２Ｉ６ＮＰＡＮＡ产品的５．１２．４版本。ＭＥＲＲＡ－２卫星图片可以从ＮＡＳＡ官网链接 （ｈｔｔｐｓ：／／
ｄｉｓｃ．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ＲＲＡ－２＆ｐａｇｅ＝１，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查看并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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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气象站点监测数据
本文气象数据源自 “国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提供的气象站点

日值监测，采用其中的 “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 （Ｖ３．０）”产品７。该
数据提供了每天的温度、降水量、相对湿度、日照时长、气压和风速变量。
为了充分体现各类气象要素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参考Ａｒｃｅ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和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将气温变量定义为每个温度水平的月度累计天数、相
对湿度定义为每１０％的相对湿度水平的月度累计天数，降水量、日照时长、
气压和风速分别控制其一次项及平方项。本文后续分析发现，不同形式的气
候变量设定不会改变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变量统计描述

表１汇总了本文实证研究的全部变量统计描述。本文使用服刑人员的月
度计件工资衡量其劳动生产率，因而劳动生产率的变量结构是 “个人—月度”
面板数据。由于从事管理后勤岗位的服刑人员不会直接 （或较少）地暴露于
室外空气污染，因而区分工种将对本文后续的实证分析有额外的帮助。如表１
所示，管理后勤岗通常需要服刑人员具备某些特殊的劳动技能，其平均工资
（１０３．５元／月）也高于普通生产岗。
由于计件工资是月度数据，本文将日值空气污染、逆温和所有气象变量

也平衡到月度层面：空气污染变量为月均ＡＰＩ水平，逆温为月累计发生次数，
气象变量分别为月均温度、月总降水量、月均日照时长、月均相对湿度和月
均平均风速。本文后续的实证研究将平均温度转化为每１℃温度区间段在一个
月内的累计天数，这种设定形式实际上是允许了任意关系的非线性影响；类
似地，相对湿度也转化为每５％的相对湿度区间段在一个月内的累计天数 （参
见附录１）；其他气象条件变量则同时控制住其一次项和二次项。

表１　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标识 变量定义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劳动生产率

Ｗａｇｅ 计件工资 （元／月） ６８．２６　 ９７．９０　 ２．００　 ３　３１０　 ４０８　５６５

ＷａｇｅＡｄｍｉｎ 其中：管理与后勤岗 １０３．５　 １０２．７　 ４．００　 ３　３１０　 ２３　８３０

ＷａｇｅＰｒｏｄ 其中：生产岗位 ６６．０８　 ９７．１７　 ２．００　 ３７０．５　 ３８４　７３５

空气污染

ＡＰＩ 空气污染指数 （０－５００） ５３．２２　 １５．９１　 ２７．１３　 １０２．８　 ４０８　５６５

大气逆温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逆温现象 （次／月） ３．２６　 ３．８５　 ０．００　 １５．６７　 ４０８　５６５

７ 参见中国气象数据共享网 （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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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标识 变量定义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气象条件

Ｔａｖｅ 平均温度 （摄氏度） ２３．２８　 ５．０６　 １２．０４　 ２９．６５　 ４０８　５６５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降水总量 （毫米） ４．８７　 ５．４３　 ０．００　 ４６．５１　 ４０８　５６５

Ｓｏｌａｒ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日照时长 （小时／天） ５．２２　 １．６６　 １．２８　 ９．５１　 ４０８　５６５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相对湿度 （％） ７２．６６　 ８．０５　 ５０．４８　 ８５．８１　 ４０８　５６５

Ｗｉｎｄ　ｆｏｒｃｅ 平均风速 （米／秒） ２．２５　 ０．２５　 １．６７　 ２．８７　 ４０８　５６５

　　注：数据时间跨度从２００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样本观测总量为４０８　５６５，对应２１　８８６个服刑人

员，其中从事管理后勤岗６１７人、从事生产岗２１　２６９人。逆温现象为月度累计发生逆温的次数，原始

数据每４小时判断一次。每１℃温度区间段与每５％的相对湿度区间段的月累积天数参见附录１。

五、实证结果

（一）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１．ＯＬＳ回归结果
表２报告了回归模型式 （１）的 ＯＬＳ估计结果。表２第 （１）— （５）列

依次加入个体固定效应、温度区间段、其他气象因素以及时间固定效应。

ＯＬＳ的估计结果依赖于对控制变量的选择，第 （３）— （５）列显示，一旦控
制温度因素之后，空气污染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负向相关关系趋于稳定。

表２　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ＯＬＳ估计）

被解释变量
计件工资的对数：ｌｏｇ （ｗａｇｅ）

（１） （２） （３） （４） （５）

空气污染指数 （ＡＰＩ）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４）

拟合优度 （Ｒ２） ０．５５４１　 ０．７１２１　 ０．９０７７　 ０．９６０４　 ０．９６０７

个体固定效应 （θｉ） 否 是 是 是 是

温度区间段 （Ｔｉ，ｔ） 否 否 是 是 是

其他气象变量 （Ｗｉ，ｔ） 否 否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ｇｔ（）） 否 否 否 否 是

　　注：回归样本量均为４０８　５６５，对应２１　８８６个服刑人员数。温度区间段与其他气象变量的定义参

见本文变量统计描述部分，时间固定效应包括年份固定效应和月度固定效应。括号内是异方差稳健标

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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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ＩＶ回归结果

鉴于ＯＬＳ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逆温次数作为空气污染指数的工具

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２ＳＬＳ）。第一阶段考察逆温次数对空气污染

指数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３。表３中的第 （１）－ （５）列的回归方案与表２
对应，结果一致表明，逆温与空气污染高度正相关，第一阶段回归的Ｆ 统计

量显示出工具变量的强有效性。

表３　逆温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２ＳＬＳ第一阶段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空气污染指数：ＡＰＩ

（１） （２） （３） （４） （５）

逆温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８１２１＊＊＊ ２．８２０２＊＊＊ ０．７５４７＊＊＊ ０．５２４６＊＊＊ ０．４８９７＊＊＊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８）

拟合优度 （Ｒ２） ０．５４７８　 ０．５５４０　 ０．７１１１　 ０．９０７３　 ０．９６００

第一阶段Ｆ 统计量 １３６．８　 ４２．４４　 ３４４．９　 １２０．４　 １２７．３

个体固定效应 （θｉ） 否 是 是 是 是

温度区间段 （Ｔｉ，ｔ） 否 否 是 是 是

其他气象变量 （Ｗｉ，ｔ） 否 否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ｇｔ（）） 否 否 否 否 是

　　注：回归样本量均为４０８　５６５。温度区间段与其他气象变量的定义参见本文变量统计描述部分，时

间固定效应包括年份固定效应和月度固定效应。括号内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ｐ＜０．１。

第二阶段考察了空气污染指数对计件工资的百分比边际影响，结果见表４。

表４中第 （１）— （５）列的回归方案与表２和表３严格对应，其中第 （５）列

的结果基于最完整的变量控制方案，因而是本文最偏好的基准结果。第 （５）

列显示，空气污染指数对计件工资对数的影响系数为－０．００４１，在５％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其经济含义是：空气污染指数 （ＡＰＩ）每增加１０个单位，导致

服刑人员的平均计件工资 （因而劳动生产率）降低４％；在有效的工具变量克

服了内生性之后，该边际影响解释为因果影响。进一步拓展这个基准结果的

经济含义，其弹性解释为，空气污染降低服刑人员的劳动生产率的弹性为

０．２２ （０．４１×５３．２／１００）；其标准差变化解释为，空气污染每增加１个标准差
（１５．９１），服刑人员的劳动生产率随之降低６％ （１５．９１×０．４％）；此外，由于

深圳ＡＰＩ均值为５３．２２ （见表１），这意味着，空气污染总共导致了服刑人员

２１．３％ （５３．２２×０．４％）的劳动生产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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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２ＳＬＳ第二阶段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计件工资的对数：ｌｏｇ （ｗａｇｅ）

（１） （２） （３） （４） （５）

空气污染指数 （ＡＰＩ）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８）

第一阶段Ｆ 统计量 １３６．８　 ４２．４４　 ３４４．９　 １２０．４　 １２７．３

个体固定效应 （θｉ） 否 是 是 是 是

温度区间段 （Ｔｉ，ｔ） 否 否 是 是 是

其他气象变量 （Ｗｉ，ｔ） 否 否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ｇｔ（）） 否 否 否 否 是

　　注：回归样本量均为４０８　５６５，对应２１　８８６个服刑人员数。温度区间段与其他气象变量的定义参

见本文变量统计描述部分，时间固定效应包括年份固定效应和月度固定效应。括号内是异方差稳健标

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进一步地，本文从四个方面检验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包括：检验
关键解释变量空气污染的衡量、检验工具变量的稳定性、检验气象变量的设
定形式和检验标准误的稳定性。８

３．ＯＬＳ与ＩＶ结果的比较
对比表４和表２可知，ＯＬＳ低估了２．６倍 （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１６）的实际影

响，说明遗漏变量或测量误差导致了真实的边际影响被低估。为了便于分析

ＯＬＳ偏误的原因和方向，本文设定如下两式进行判断：

ｌｏｇ（Ｗａｇｅｉ，ｔ）＝θ０＋θ１Ｐｔ＋θ２Ｏｉ，ｔ＋ｇ （Ｔｔ）＋ｆ （Ｗｔ）＋θｉ＋ｇ （ｔ）＋εｉ，ｔ，
（３）

Ｐ
︿

ｔ＝γ０＋γ１Ｐｔ＋γ２Ｏｉ，ｔ＋νｉ，ｔ． （４）

式 （３）和式 （４）中额外设定的Ｏｉ，ｔ 项，符合遗漏变量的定义———Ｏｉ，ｔ
既与空气污染Ｐｔ 相关 （体现为式 （４）中γ２ ≠０），又影响到劳动生产率

ｌｏｇ（Ｗａｇｅｉ，ｔ）（体现为式 （３）中θ２≠０）；同时，Ｏｉ，ｔ项还可以解释为Ｐｔ的测

量误差，真实的污染水平Ｐ
︿

ｔ 由式 （４）描述。遗漏变量或测量误差的偏误方
向由θ２ 和γ２ 共同决定，偏误方向为θ２×γ２ 。
结合回归方程式 （３）和式 （４）的设定，本文发现ＯＬＳ产生低估的主要

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如果 ＯＬＳ偏误源于遗漏变量Ｏｉ，ｔ ，例如短期
的外部宏观经济冲击，它一定程度上与污染高度正相关 （γ２ ＞０），另外也会
加大订单的密度从而提高服刑人员的生产效率 （θ２ ＞０），那么，外部宏观经

８ 限于发表篇幅，此处将稳健性检验部分移除，不影响文章的逻辑和结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
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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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冲击影响的遗漏会导致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被低估 （θ２×γ２ ＞０，
往０偏）；第二，如果 ＯＬＳ偏误源于主要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例如空气污
染Ｐｔ 被低报，存在测量误差问题同样致使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被低估。

（二）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地，本文利用监狱服刑人员的分工和个人基本信息对基准结果进
行异质性分析。表５第 （２）— （３）列根据服刑人员的工种划分子样本执行

ＩＶ估计，结果表明，由于管理后勤岗不直接暴露在室外，空气污染降低劳动
生产率主要是源于从事生产岗位的服刑人员。

表５　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２ＳＬＳ异质性分析：工种）

被解释变量

计件工资的对数：ｌｏｇ （ｗａｇｅ）

基准结果 服刑人员工种

全部岗位

（１）

管理后勤

（２）

生产岗

（３）

ＡＰＩ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０１９）

第一阶段Ｆ 统计量 １２７．３　 １７２．２　 １７５．７

样本量 ４０８　５６５　 ２３　８３０　 ３８４　７３５

服刑人员人数 ２１　８８６　 ６１７　 ２１　２６９

工资均值 ［标准差］ ６２．３［９７．９］ １０３．５［１０２．７］ ６６．１［９７．２］

　　注：表中所有回归的ＩＶ选择、模型设定以及控制变量 （气象条件、固定效应）均与基准回归

（表４第 （５）列）保持一致。括号内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表６中Ａ部分报告了基于服刑人员年龄段划分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Ｂ
部分汇总了根据服刑人员捕前教育程度划分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由于服刑
人员的年龄和教育程度 （或具有某些特殊技能）可能决定其被分配到管理后
勤岗位，表６的回归样本全部使用从事生产岗位的服刑人员样本。９

表６　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２ＳＬＳ异质性分析：年龄与教育）

被解释变量
计件工资的对数：ｌｏｇ （ｗａｇ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Ａ．划分年龄段 ［１８—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４０］ （４０—５０］ （５０—５９］

空气污染指数 （ＡＰＩ）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１１５＊＊ －０．１０６９＊＊＊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３０２）

９ 表６的回归样本事实上只排除了２１　８８６个服刑人员中６１７个从事管理后勤岗的服刑人员样本。即便
使用全部服刑人员的样本进行回归，表６的所有结论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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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计件工资的对数：ｌｏｇ （ｗａｇｅ）

（１） （２） （３） （４） （５）

第一阶段Ｆ 统计量 ５３．９７　 ４９０．７　 ４３９．８　 １８６．９　 ４０．４７

样本量 ３　３０９　 １５４　３５５　 １４４　０１２　 ６１　７６７　 ２１　２９２

服刑人员人数 ２２１　 ７　６６７　 ７　８８２　 ３　３２４　 ２　１７５

工资均值 ［标准差］ ９２．５［７９．８］ ７３．５［８１．７］ ６２．１［７２．９］ ５６．８［６７．９］６４．２［２６５．９］

Ｂ．捕前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空气污染指数 （ＡＰＩ）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１３３）

第一阶段Ｆ 统计量 １７．５８　 ３３０．９　 ６５３．１　 １１５．２　 ３２．３０

样本量 ６　２８８　 １０４　２３１　 ２１２　９３２　 ４０　１２７　 １２　６７１

服刑人员人数 ３６５　 ５　５００　 １１　０８８　 ２　１９１　 ６６４

工资均值 ［标准差］ ４４．６［５２．５］ ６４．９［７２．８］ ６７．８［７８．６］ ５９．５［７２．１］ ５９．６［７４．０］

　　注：表中所有的回归全部基于从事生产岗位的服刑人员样本。Ａ和Ｂ两部分分别表示根据不同标

准划分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表中各列的回归模型设定，包括控制变量、固定效应以及工具选择均与

本文基准回归保持一致。括号内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比较表６Ａ部分第 （１）— （５）列可以发现，空气污染对年龄偏大的 （５０
岁以上）以及相对年轻的 （１８—２０岁）服刑人员群体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
加突出，对于壮年人群的边际影响相对较小。由于服刑人员必须是成年人，
本文无法检测污染对青少年的影响，也没有足够的老年人样本观测；即便如
此，表６Ａ部分的发现仍然可以用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身体健康对空气污染的反
应差异来解释：很多文献也证实 （例如 Ｃｕｒｒｉｅ　ａｎｄ　Ｎｅｉｄｅｌｌ，２００５；Ａｒｃｅ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Ｎｅｉｄｅｌｌ，２００４），暴露于空气污染中，年长和年幼的人群会更加
敏感。
表６Ｂ部分第 （１）— （５）列的估计系数及其显著性表明，空气污染对高

教育程度人群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大。有研究证实，高教育程度的人群由
于其对污染危害的认识更加深刻，或应对污染有更多的选择等原因，他们对
空气污染的反应会更为敏感，边际支付意愿也更高 （Ｂｏｒｇｓｃｈｕｌｔｅ　ａｎｄ　Ｍｏｌｉｔｏｒ，

２０１６；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三）非线性关系检测

文献中通过构造一系列污染区间段的累计天数变量来反映任意的非线性

关系 （例如 Ｇｒａｆｆ－Ｚｉｖｉｎ　ａｎｄ　Ｎｅｉｄｅｌｌ，２０１２），本文也将每天的空气污染指数
（ＡＰＩ）转化为每１０个单位的ＡＰＩ区间段在一个月中的累计天数 （变量统计
描述参见本文附录２），回归模型转化为式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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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 （Ｗａｇｅｉ，ｔ）＝γ０＋∑
Ｋ
γｋ×Ｐｂｉｎｋ，ｔ＋ｇ　Ｔｉ，ｔ（ ）＋ｆ　Ｗｉ，ｔ（ ）＋θｉ＋ｇｔ（）＋εｉ，ｔ，

（５）
其中所有变量的定义、控制变量组合与固定效应均与式 （１）设定一致，不同
之处在于，月均空气污染转化成了ｋ个污染区间段的月累计天数Ｐｂｉｎｋ，ｔ，实
证关注一系列估计系数所组成的向量γｋ 。对任何一个月ｔ来说，所有污染区

间段的月累计天数之和∑
Ｋ
Ｐｂｉｎｋ，ｔ都固定地等于当月的实际天数，因此所有污

染区间段全部进入回归将导致完全共线性。鉴于 ＡＰＩ小于５０是空气质量优
（Ｉ级）的界定标准，本文将ＡＰＩ小于５０的月累计天数作为基准组排除在回归
变量之外，其余的每个污染区间段的估计系数γｋ 的经济意义都解释为其与基
准组 （ＡＰＩ＜５０）之间的影响差异。
回归模型 （５）的识别受到技术限制：单个内生的空气污染变量Ｐｔ 需要借

助逆温Ｉｔ 作为工具变量才能识别出因果关系β１ ，若模型中加入一系列空气污

染区间段的月累计天数∑
Ｋ
Ｐｂｉｎｋ，ｔ以反映非线性关系，那么这一系列污染变量

也都是内生变量，需要额外的工具变量加以识别。在现有技术条件无法识别

所有∑
Ｋ
Ｐｂｉｎｋ，ｔ的情况下，基于两个理由，本文使用ＯＬＳ估计式 （５）：第一，

比较表１和表３可知，在详尽控制气象条件的前提下，尽管ＯＬＳ低估了真实
的边际影响，但与ＩＶ的估计方向和显著性均高度一致；第二，基于第一个观
察，即便ＯＬＳ估计式 （５）所得到的γｋ确实低估了真实影响，但其估计方向、
特别是γｋ之间的相互比较关系，仍然能够揭示出非线性关系特征，而γｋ之间
的相对变化正是实证所关注的证据。模型 （５）的ＯＬＳ回归结果由图３显示。

图３　基于ＡＰＩ区间段的ＯＬＳ估计
　　注：图形下半部分描述了空气污染区间段的月累计天数，本文以每１０个单位的 ＡＰＩ划分每天的
空气污染区间段，然后对每个ＡＰＩ区间段出现的天数进行月度加总。图形上半部分对应每个污染区间
段对计件工资的ＯＬＳ估计系数，灰色阴影是估计系数的９５％的置信区间。ＡＰＩ小于５０的区间段被设
定为基准组，不进入回归模型；其他污染区间段的估计系数都解释为与基准组的比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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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是ＯＬＳ回归的图示，下半部分是ｋ个解释变量∑
Ｋ
Ｐｂｉｎｋ，ｔ，上半部

分是∑
Ｋ
Ｐｂｉｎｋ，ｔ对ｌｏｇ （Ｗａｇｅｉ，ｔ）回归的ｋ个估计系数γｋ 及其置信区间。每个

γｋ 的精确含义是：第ｋ个污染区间段的月累计天数每增加１天，对劳动生产
率的相对边际影响；而γｋ 的系数大小是相对于基准区间段 （ＡＰＩ＜５０）的影
响差异，不是其绝对影响。由于每个γｋ 都是其与基准污染区间段 （ＡＰＩ＜５０）
的影响差异，因此各个γｋ 之间可以直接相互比较。γｋ 的估计结果显示，随着
空气质量变差，其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也随之加剧，空气污染与劳动生
产率之间显示出明显倒Ｕ形的非线性关系；特别是，当空气污染水平达到轻
度污染 （ＡＰＩ＞１５０）以上，劳动生产率将急剧降低。
虽然空气质量处于污染水平以上 （ＡＰＩ≥１００）的平均累计天数只有１．５８

天 （附录２），但这１．５８天的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降低的边际影响却达到了
优良空气质量 （ＡＰＩ＜１００）影响的４倍以上。这意味着，优先减少极端空气
污染的天数，政策效果也将翻倍。

（四）结果讨论

本文的估计结果是在排除劳动供给对空气污染的反应之后，仅源于空气
污染对劳动强度的影响，该特征使得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与研究其他国家乃
至其他行业的劳动强度 （衡量劳动生产率）的文献进行比较分析。
在美国农业部门，Ｇｒａｆｆ－Ｚｉｖｉｎ　ａｎｄ　Ｎｅｉｄｅｌｌ（２０１２）研究表明，臭氧对农

民的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的弹性是０．２６；而在美国工业部门，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发现ＰＭ２．５降低了包装车间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弹性为０．０８。行业特
征导致了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同一国家的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差异：

Ｇｒａｆｆ－Ｚｉｖｉｎ　ａｎｄ　Ｎｅｉｄｅｌｌ（２０１２）指出，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民在户外
暴露的时间很长，因而污染弹性较大；而包装车间属于室内作业，加之美国
北加州地区的平均污染水平不高 （年均ＰＭ２．５仅为１０μｇ／ｍ

３），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估计的污染弹性自然相对较低。针对中国的研究，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发现上海热线电话接线员的劳动生产率也受到空气污染的负面影响，
但弹性仅有０．００３。如此之低的弹性，一方面是电话接线员特殊的工作性质和
工作内容所致；另一方面，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也指出，潜在的遗漏变量和
测量误差问题导致了低估。相比之下，本文０．２２的弹性估计介于美国农业部
门 （０．２６）与工业部门 （０．０８）之间，是在识别了因果关系之后的估计量，
对中国的研究是一个补充。
在较低的计件工资水平上 （６８．２６元／月），服刑人员的劳动积极性 （从而

劳动生产率）可能对空气污染的反应不太敏感，因而本文的估计结果可以认
为是一个低限度的影响；此外，本文以深圳某男子监狱的服刑人员为研究对
象，结果的外延性受到限制。即便如此，本文的研究结论至少能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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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谨慎地拓展和引申：第一，本文以珠江三角洲最大的城市深圳为研究对
象，研究结论对理解大城市空气污染的社会负外部性是有效的实证依据；第
二，在中国诸多大城市中，深圳以空气质量好而闻名，结合非线性关系可以
推断，深圳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只是其他城市的下界；第三，
监狱服刑人员的工作性质类似于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蓝领工人，其劳动
强度大、暴露时间长、工作环境恶劣，呼吁社会对这个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
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社会意义之一。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以监狱的服刑人员为研究样本，借助工具变量，识别了空气污染对
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揭示了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非线性关系对当前的
政策意义在于：在整体污染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面控制的情况下，优先缓解极
端污染的程度和发生频率，可以大幅度削弱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
响。例如，北京、西安、济南等地所采取的空气污染分级预警机制，正是在
天气扩散条件能够被准确预测的情况下，提前采取短期应急措施、配合区域
联防联控，尽可能降低极端空气污染的程度和持续时间。这类应急措施虽然
伴随着高昂的政策成本，例如机动车临时限行、建筑工地暂时停工、重工业
企业限制生产等，但这些可见的政策成本却可能在减少劳动生产率损失的方
面得到潜在的补偿。
本文从人力资本视角拓展了经济学家对空气污染负外部性及其经济成本

的认识，并为政策制定者对治污政策的成本与收益的判断提供了学术参考。
考虑到本文结果讨论部分所指出的研究不足，未来仍需要更多的研究能够从
不同类型劳动力、极端空气污染环境下的影响等角度扩展我们对该问题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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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　深圳温度区间段与相对湿度区间段的月累计天数

（Ａ）每１℃温度区间段的月累计天数　 （Ｂ）每５％相对湿度区间段的月累计天数

附图１　温度区间段与相对湿度区间段的月累计天数

　　注：数据时间跨度从２００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样本观测总量为４０８　５６５。每１℃温度区间段的

月累计天数见图 （Ａ），每５％相对湿度区间段的月累积天数见图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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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　深圳空气污染水平区间段的月累计天数

附图２　空气污染区间段月累计天数

　　注：柱状图表示每５单位ＡＰＩ区间段的月累计天数的全样本均值，垂直线段表示相应污染区间段

９５％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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